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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依据研发投入结构将企业分为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采用数

理模型对如何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探究。分析发现，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会促使
其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而研究型企业质量提升对其研究投入形成抑制。我国公共服务不完善、贫
富不均与消费观扭曲的状况愈发严重，进而形成了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此外，声誉效应会
加大企业从事研发的动力。因此，调整企业研发投入结构时，政府一方面可以完善声誉甄别机制，
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创新初期适当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同时应加强现有专利保护制
度，健全质量甄别机制，引导消费观念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诱使企业踏上研究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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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无论将中国创新实力的迅猛提升归结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还是国民创新意识的加强，中国创

新进程都引人注目。2012 年，中国研发资金占 GDP比重达到 1． 98%，首次超过欧盟 28 国 1． 96%的
总体比例，居于世界前列。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新绩效却较为落后。根据 2013 年全球创
新指数来看，全球最具创新力 10 强国家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六席，中国仅居世界第 35 位［1］。基础研
究发展也是差强人意，虽然在量上占优，但只有 1 /3 的 SCI 论文达到世界平均水准。从表面上看，这
似乎与创新投入的节节攀升相悖。深入解析发现，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创新底子过薄，与发达
国家相比，在人力资源、创新意识上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这与中国现有研发结构也是密不可分
的。从各年研发资金分配及人员流向可以发现，与基础、应用研究相比，运用于试验发展的资金、人
员正在逐年增加( 见图 1) ，中国研发投入结构趋于失衡。
研发投入的结构失衡对企业创新进步存在显著影响，已有文献充分论证了基础、应用研究的重

要性。Mansfield［2-3］和 Link［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不
可能只依靠外部知识取得巨大的创新进步，其自身也需要具备一些内在能力 ( in-house capacity) 。
Ｒosenberg［5］则认为基础研究是一项长期投资，在未来会产生更大的利润。此外，基础研究也能够提
升企业对前沿创新的吸收能力。而现实经济中，由于基础研究排他性较弱，企业对此重视度不足，从
相关数据来看，中国现阶段企业研发投入整体偏向于试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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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创新投入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虽然 Bush［6］早已提出线性创新模式，随后 Landau and Ｒosenberg［7］在前者的基础上提出需求的
链式创新流程，Stokes［8］则认为存在科学和技术交互关系的巴斯德象限( Pasteur's Quadrant) 。但由于
在统计数据上的缺失，基础、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在企业创新进程中所能发挥作用的研究大多还
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即使 Mansfield［2］和 Luintel and Khan［9］等人依托企业层面的数据给予了基础研
究重要性的解释，但这一情况对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是否适用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此外，在 Luin-
tel and Khan［9］的文献中，为了突出基础研究，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合并为一项指标，这种措施更是
值得商榷①。
对于中国基础、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的影响作用，陈钰芬等［10］通过省级地区层面的数据说明

基础、应用研究对 TFP的影响小于试验发展的影响。孙晓华和王昀［11］通过 OECD的数据分析认为，
试验发展能够很好地推动 TFP增长，与之相比，基础、应用研究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带动效果相对较强。
宋吟秋等［12］通过比较中美研发投入发现，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比例严重不足，试验发展投入比例相

对过高。对此，李平和李蕾蕾［13］以及严成樑［14］都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建设。可以说，已有
学者意识到中国研发投入的结构失衡，但在解决路径上还是指望政府投入，这反而可能会导致进一步

的效率缺失。结合中国研发投入结构现状，以及企业在创新进程中占据的主体地位，本文想从企业角
度来分析为何中国基础、应用研究投入严重不足，整体偏向于试验发展，并指出如何缓解这一现象。
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根植于企业层面来探讨研发投入结构失衡背后的原因。有研究表明，为

了回避风险，企业研发大多基于原产品的基础上，而非创造新的产品［3］。因此，本文构建跨期质量差
异竞争模型来对现实经济进行刻画②。参照 Marsili［15］等在企业分类上的做法，本文将创新型企业分
为以基础、应用研究为主的企业( 简称研究型企业) 和以试验发展为主的企业( 简称试验型企业) ③，
并假设二者在创新绩效上有一定的区别。此外，伴随着创新成果的流通扩散，会给企业带来声誉资
本上的收益，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为此本文在质量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声誉资本这一要素，从企业
角度来刻画中国企业研发投入路径选择问题。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文章第二部分给出基于中外比较
的一些典型性事实，并对声誉效应进行简单梳理;第三部分依托数理模型进行机制刻画;最后给出相

应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启示。
二、典型性事实
( 一) 中国研发投入结构及国际比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Ｒ＆D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间存在一定差
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要是扩大科学技术知识，而试验发展则是开辟新的应用，如获得新材料、
新产品、新工艺、新系统、新服务以及对上述各项做实质性的改进。虽然最终目的一致，皆是意图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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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创新发展，但前者着力于创造知识，后者更多是利用和综合已有知识创造新的应用。然而，与国际
相比，中国研发投入结构正逐步趋于失衡。企业资金占比高，基础、应用研究所占比过低的现象在中
国尤为明显( 见图 2) 。2011 年，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分别为 4． 7%和 11． 8%，与之相
比，同年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等国平均高达 19． 925%以及 33． 762 5%。这种研发投入结构失衡可
能制约企业创新进步，进而导致创新投入产出不对等现象。

图 2 国际研发状况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图 3 创新资金冗余率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 Guan and Zuo 论文［16］中结论数
据整理所得。

由图 2可知，与他国相比，企业逐步成为中国创新
活动的主体，这与近年来的政策引导相一致。但由于
企业逐利性的本质，中国的研发结构有所失衡，总体研

发效率不高( 见图 3) 。此外，就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费
支出而言，试验发展所占比重总体高达 97%以上。
试验发展支出占比过高的现象并非无人关注，

柳卸林［17］等都表示中国研发经费过分偏向试验发展

的现状应该改变，基础研究投入偏少不利于创新。
但其表示，缓解这种结构失衡的路径在于加大政府

研发投入，秦诗立［18］等人也赞同这一做法。但是这
种方式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政府到底是否应该

直接参与研发? 考虑到政府行为的无效率，长期依

靠政府只会引致效率上的缺失，本文认为在考虑政

府参与的同时，更应该思考能否依靠制度性的调控来诱导企业进行基础、应用研究，发挥企业作为研
发主体的实质性作用。

图 4 基于声誉角度的企业创新效益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已有研究整理所得。

( 二) 企业创新声誉收益

声誉是企业获得社会认可，占据有利资

源的一项重要路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Kreps and Wilson［19］以及陈燕等［20］研究认为
声誉的作用在于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

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短期承诺行动，

声誉因此成为显性合约的替代品。Henard
and Dacin［21］认为企业声誉作为一种无形资
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商业价值。其中，研
发创新便是提升企业声誉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见图 4 ) 。在基本的声誉机制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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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rd and Dacin［21］从消费者的角度解读了企业产品创新的声誉效应，认为消费者并不会为企业的
声誉效应接受溢价，即企业创新声誉难以通过价格提升获利。这为本文后续的假设提供了基石，即
伴随着企业的创新进程，企业无形资产有所增加，且这种增加并非通过单位价格这一路径，是企业资

产总量上的提升［21-25］。
三、模型分析
声誉机制和以国家强制力为实施保障的国家司法系统是维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

制。后者已有诸多学者加以研究，如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与加强。与之相比，声誉机制的作用有待
探讨。从含义上，本文将声誉视作一种无形资产( 在企业理论中，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声誉是一种可
交易的有价值的资产) 。有学者基于企业层面数据证明，企业实施创新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利
益，有时企业通过高社会收益的创新创造了差异化和合法性，进而带来了好声誉［26］。这一声誉也会
进一步影响企业的人才资源和顾客资源获取，进而影响创新绩效［27］。
此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持久源泉。从创新的作用路径来看，大致有三种:

即产品创新、技术增进与质量提升。其中，质量提升是体现我国经济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的重要内容［28］。但从现有研究结论来看，国内对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研究并
不存在统一的结论。有学者研究认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通过追加研发投入更易生产出高质量的产
品［29］。与之相比，施炳展与邵文波［30］则认为，研发效率能够显著提升产品质量，但研发投入对产品
质量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作用。汤二子等［31］也指出，研发对提升产品质量的作用可能较小。对于这
背后的根源，我们认为问题在于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本文在前言部分也曾提及，我国企业研发投入
结构整体偏向于试验发展，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重视度不足。这都会制约企业研发的质量提升
进程。
综合来说，质量提升是企业研发结果的直接呈现，而声誉更多地是无形资产总量的提高。这二

者都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在现实经济中，这一现象在手机行业可能较为明显。华为手机
和小米手机是两种不同类型研发模式( 研究型和试验型) 的现实体现。华为先后在俄罗斯、法国设立
数学研究所，加强其基础科学研究。任正非［32］就曾表示，“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
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而小米虽然强调成功是
靠创新而非营销，但其创新自身可能还是基于营销模式、商业模式及竞争战略上的创新。综合来看，
华为专注于技术创新，虽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标准专利，但是在宣传、营销模式方面却相对保守，
导致市场占比上升缓慢;小米则在营销模式上开天辟地，依靠声誉效应，而“粉丝经济”、“饥饿营销”
等新型营销手段虽在互联网上大赚风头，却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无论是开拓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频

频遭遇专利瓶颈［33］。如果能够在质量提升、声誉效应上都有所作为，相信这两个企业都会有更大的
提升空间。

表 1 企业不同路径跨期创新收益

创新形式 当期 下期

研究型企业 ( 0，0) ( wr2，vr2 )
试验型企业 ( wj1，vd1 ) ( wj2，vd2 )

企业创新绩效与其研发路径休戚相关。与国际相比，我国研发
投入结构逐步失衡，并可能因此导致创新效率低下。而现有补贴模
式对创新效率改进并无作用［34］。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
探究如何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创

新效率。在模型中，绩效衡量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声誉提升( wk )

与质量提升( vk ) 。在跨期描述中，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在创新上呈现出不同的绩效，基于此本文假设
存在两个代表型企业，i和 j。两个企业将研发资金分为两期均等投入④。具体创新绩效在表 1中表现出来。
在表 1 中，本文认为研究型企业在当期，既不能享受由创新带来的声誉资本提升，也不会有明显

的质量提高，这与基础、应用研究的滞后影响作用有关［11］。但在第二期中，研究型企业开始受益，产
品质量大幅度提升，相应声誉资本也随之增大。与之相比，试验型企业在产品创新进程中，呈现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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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快”的态势，通常收益较快，能够较快地享受到创新所能带来的收益，但也存在收益相对较低的弊
端。基于此，本文结合杨其静［35］假设表述，引进以下假设，首先假定企业的创新绩效通过质量提升来
表现，也因此获得高端消费者的青睐; 其次，假设产品为非耐用品，即企业在第二期需要再次选购产

品;最后，本文假设经济中存在 N个消费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存在偏好，强度为 θ，并以价格 p购买 v

质量的产品，此时消费者剩余为 θv － p。其中偏好强度 θ∈［θ－，θ
－
］，θ

－
= ( 1 + λ) θ－。假设低端消费者数

量为 xN，高端消费者个数为 yN，中间为( 1 － x － y) N。为了研究方便中间表示为 zN，其分布密度 l =
zN
λ θ－
。为了突出中间消费者的影响，假设 x，y∈ ( 0，0． 5) 。

在利润层面，出于研究方便，本文假设 i企业在创新进程中选择以基础、应用研究为主，而 j企业
选择以试验发展为主的研发路径。企业每期创新成本皆为1。则在第1期，二者利润函数可以表现为:

max
pi1
πi1 = ( pi1 － c0 ) xN + pj1 － pi1

vj1
－ θ( )－[ ]× l － 1 ( 1)

max
pj1
π j1 = ( pj1 － c0 + wj1 ) yN + θ

－
－
pj1 － pi1

vj
( )

1
[ ]× l － 1 ( 2)

在第 2 期，企业创新利润函数为:

max
pi2
πi2 = ( pi2 － c0 + wi2 ) yN + θ

－
－
pi2 － pj2

vi2 － vj
( )

2
[ ]× l － 1 ( 3)

max
pj2
π j2 = ( pj2 － c0 + wj2 ) xN + pi2 － pj2

vi2 － vj2
－ θ( )－[ ]× l － 1 ( 4)

这意味着，企业相对质量地位存在转换，研究型企业在当期质量较低，但在第二期实现了质量反

超，相对试验型企业取得了更大的质量进步⑤。
为了测算企业当期最佳价格函数，我们对( 1) 、( 2) 求导，并由此求得其均衡结果为:

pi1 = y + 2x
3l λ θ－vj1 － 1 － λ

3 θ－vj1 + c0 － 1
3 wj1

pj1 = 2y + x
3l λ θ－vj1 + 1 + 2λ

3 θ－vj1 + c0 － 2
3 wj1

将价格函数代入利润函数，从而可得当期企业最大利润:

πi1 =
Nz θ－vj1
9λ

y + 2x
z λ －

wj1

θ－vj1
－ 1 +( )λ 2

－ 1

π j1 =
Nz θ－vj1
9λ

2y + x
z λ +

wj1

θ－vj1
+ 1 + 2( )λ 2

－ 1

当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企业当期行为上还存在着价格以及质量层面的约束。为此首先算

出产品的均衡质量水平，即: θ*1 vj1 － pj1≥ θ*1 vi1 － pi1，可知 θ
*
1 =

pj1 － pi1

vj1 － vi1
，由于在第一期中我们假设基

础、应用研究型企业并不存在质量改善，基于此假设，可认为 θ*1 =
pj1 － pi1

vj1
。

对于基础应用研究企业:

θ*1 ＞ θ－ →
wj1

vj1 θ－
＜ y － x

z λ － 1 + λ; pi ≥ c0 →
wj1

vj1 θ－
≥ y + 2x

z λ － 1 + λ

对于试验发展式企业 j同样有以下约束:

θ*1 ＜ θ
－

→ y － x
z － 1 － 2λ ＜

wj1

vj1 θ－
; pi ≥ c0 － cj1 →－ 2y + x

z λ － 1 － 2λ≤
wj1

vj1 θ－
综合上述四个约束条件，可知对于企业而言，存在这样的总体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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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x
z λ － 1 － 2λ ＜

wj1

vj1 θ－
＜ y － x

z λ － 1 + λ

而对于企业第 2 期的最佳定价，我们对( 3) 、( 4) 求导，并由此求得其均衡价格函数:

pi2 = c0 + 1
3 ［( vi2 － vj2 ) θ－ － ( 2wi2 + wj2) ］+

( 2 － x) λ θ－ ( vi － vj )
3z

pj2 = c0 － 1
3 ［( vi2 － vj2 ) θ－ + ( wi2 + 2wj2) ］+

( 1 + x) λ θ－ ( vi － vj )
3z

对于其约束条件由 θ*2 vj2 － pj2 ≥ θ*2 vi2 － pi2，可得:

θ*2 =
pi2 － pj2

vi2 － vj2
= 1 － 2x

3z λ θ－ + 2
3 θ－ －

wi2 － wj2

3( vi2 － vj2 )
在此基础上，对于第二期的研究型企业( i) ，存在以下约束:

θ*2 ≤ θ
－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 2x

z λ － 1 － 3λ; pi2 ≥ c0 － wj1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 2 － x

z λ

对于试验型企业( j) 有以下约束:

θ*2 ≥ θ－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 2x

z λ － 1; pj2 ≥ c0 － wj2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 1 + x

z λ

综合上述约束条件可得:

1 － 2x
z λ － 1 － 3λ≤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 2x

z λ － 1

在此约束条件下，由均衡价格水平求得其最大利润函数:

πi2 =
( vi2 － vj2 )

9λ θ－zN 1 +
wi2 － wj2

vi2 － vj2
+ 2 － x

z( )λ 2

－ 1

π j2 =
( vi2 － vj2 )

9λ θ－zN － 1 －
wi2 － wj2

vi2 － vj2
+ 1 + x

z( )λ 2

－ 1

如果简单假设经济存在两期⑥，由此可得总的利润函数为:

πi =
Nz θ－vj1
9λ

y + 2x
z λ －

wj1

θ－vj1
－ 1 －[ ]λ

2

－ 1 +

Nz θ－
9λ
( vi2 － vj2 ) 2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 1

1 + r

πi =
Nz θ－
9λ

vj1 y + 2x
z λ －

wj1

θ－vj1
－ 1 －( )λ 2

+
( vi2 － vj2) 2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θ－
+[ ]1

2

1









+ r
－ 1 － 1

1 + r ( 5)

同理可得:

πj =
Nz θ－
9λ

vj1 2y + x
z λ +

wj1

θ－vj1
+ 1 + 2( )λ 2

+
( vi2 － vj2) 1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θ－
－[ ]1

2

1









+ r
－ 1 － 1

1 + r ( 6)

表 2 企业创新路径博弈支付矩阵

企业 j
基础、应用研究( Ｒ) 试验发展( D)

企业 i

基础、应用
研究( Ｒ)

－ 1 － 1
1 + r，－ 1 － 1

1 + r ( 6) ，( 5)

试验发展
( D) ( 6) ，( 5) － 1 － 1

1 + r，－ 1 － 1
1 + r

那么企业在纯策略组合的情况下，对于创

新活动的开展将会何去何从? 针对于此，本文

构建静态博弈矩阵来分析其背后的思维逻辑。
假设企业对自己的下期收益具备很好的预测

能力，则在第一次，其决策行为构成的支付矩

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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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企业 i以 p的概率选择基础、应用研究路线，以1 － p的概率选择试验发展道路，则企业 j在不
同路线选择下的预期收益为:

E( Ｒ) = p × － 1 － 1
1( )+ r

+ ( 1 － p {) Nz θ－
9 [λ

vj1 y + 2x
z λ －

wj1

θ－vj1
－ 1 －( )λ 2

+
( vi2 － vj2 ) 2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1 ]+ r － 1 － 1
1 }+ r

E( D) {= p
Nz θ－
9 [λ

vj1 2y + x
z λ +

wj1

θ－vj1
+ 1 + 2( )λ 2

+
( vi2 － vj2) 1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θ－
－[ ]1

2

1 ]+ r －1 － 1
1 }+ r

+ ( 1 － p) － 1 － 1
1( )+ r

由此可知，混合投资被选择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EＲ = ED。
基于此可以求得:

p =

Nz θ－
9λ

vj1 y + 2x
z λ －

wj1

θ－vj1
－ 1 －( )λ 2

+
( vi2 － vj2 ) 2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1









+ r

Nz θ－
9λ vj1 2y + x

z λ +
wj1

θ－vj1
+ 1 + 2( )λ 2

+
( vi2 － vj2 ) 1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1







+ r

= 1
T

则在上式中有:

T =
vj1 2 － x

z λ +
wj1

θ－vj1
+( )1 2

+
( vi2 － vj2 ) 1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1 + r

vj1 1 + x
z λ －

wj1

θ－vj1
－( )1 2

+
( vi2 － vj2 ) 2 － x

z λ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1

2

1 + r

=
vj1A

2 +
vi2 － vj2
1 + r B2

vj1B
2 +

vi2 － vj2
1 + r A2

其中，A = 2 － x
z λ +

wj1

θ－vj1
+ 1; B = 1 + x

z λ －
wi2 － wj2

θ－ ( vi2 － vj2)
－ 1，并由前文的约束条件可得 A，B ＞ 0。

从而，本文根据上式求出各项指标对企业选择基础、应用研究概率的影响:

T


wj1

θ－vj1

=
2vj1A vj1B

2 +
vi2 － vj2
1 + r A( )2 + 2vj1B vj1A

2 +
vi2 － vj2
1 + r B( )2

vj1B
2 +

vi2 － vj2
1 + r A( )2

2 ＞ 0

结合pT
= － 1

T2，可知:

p


wj1

θ－vj1

＜ 0 ( 7)

由此可得:

命题 1:试验发展所带来的企业声誉提升会降低企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动力，然而，试验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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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提升越大，反而会促进其他企业进行基础、应用研究。
在研发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对比不同路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明确以哪种研发投入为主

来推动自身发展。由( 7) 式可以获知，在企业创新路径选择问题中，试验发展所带来的企业声誉提升
会降低企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动力，这符合我们的直觉。然而，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越大，反而
会促进其他企业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这可能由于企业质量提升存在溢出效应，而基础、应用研究有
助于加强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以谋求创新进程中的“搭便车”。此外，由于试验发展式的创新发展
与已有基础、应用研究水平相关。与国际相比，中国试验型的“短平快”发展难以取得较大的技术进
步，相应反馈促进作用过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逐步形成国际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

T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
2( vi2 － vj2 )

1 + r B vj1B
2 +

vi2 － vj2
1 + r A( )2 －

2( vi2 － vj2 )
1 + r A vj1A

2 +
vi2 － vj2
1 + r B( )2

vj1B
2 +

vi2 － vj2
1 + r A( )2

2 ＜ 0

p


wi2 － wj2

( vi2 － vj2 ) θ－

＞ 0 ( 8)

由此可得:

命题 2:基础、应用研究高于试验发展所带来的声誉资本提升会促使企业走研究型路线。而其质
量提升却对自身研究投入形成抑制。
由于在前文中，本文假设企业创新是一项持续性的进程，且其调整成本很高。基础、应用研究在

第二期中具有相对更高的技术提升，研究型企业占据高端市场地位。由式( 8) 可以明确，基础、应用
研究高于试验发展所带来的声誉资本提升会促使企业走研究型路线。这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而
当相应的质量差变大时，反而会妨碍企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这背后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国民对本
土高质量产品需求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抑制了企业进行基础、
应用研究的动机。加之没有完善的声誉平台，企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动力进一步下降。
此外，为了控制质量提升所带来的消费者影响，本文继续给出基于消费者偏好变动空间 λ 的企

业路径选择问题。

T
λ

=
2AB ( 2 － x) B － ( 1 + x) A

z v2j1 － vi － vj
1( )+ r[ ]

2

vj1B
2 +

vi2 － vj2
1 + r A( )2

2

在上述方程中，将 A，B代入发现，( 2 － x) B － ( 1 + x) A
z ＜ 0。

由此可以认为对于消费者偏好变动空间来说，有

若 vj1 ＞
vi － vj
1 + r，则相对有

T
λ

＜ 0，即pλ
＞ 0 ( 9)

若 vj1 ＜
vi － vj
1 + r，则相对有

T
λ

＞ 0，即pλ
＜ 0 ( 10)

从( 9) 和( 10) 式中可以发现消费者偏好空间对企业走研究型道路造成的影响受到从事基础、应

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所带来的质量提升之差的约束。即当 vj1 ＞
vi － vj
1 + r时，消费者偏好变动空间越大，会

加大企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概率。总体来说，当期试验发展带来的质量提升相对越大，消费者偏
好变动给基础、应用研究带来正向的激励，反之同理。这是由于消费者偏好变动通过质量差距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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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企业走研究型道路的概率。就企业质量提升带来的影响，这里佐证了前文的结论。
四、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启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进程都令人瞩目。较之国际，中国的创新进程所表现出的低

效率也不容忽视。有学者已从企业创新内部资金管理角度进行分析，但基于研发投入结构层面的研
究尚属少见。由于实证数据的缺乏，现有研究也大多基于地域数据。这与发挥企业作为中国创新主
体这一政策导向并不契合。为此，本文在综合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引入跨期质量竞争模型，从企
业层面来探究如何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
本文研究发现: ( 1) 伴随着研究型路线带来的声誉提升，企业会偏向基础、应用研究。理论上，声

誉效应给企业带来正向的行为激励。( 2) 试验型路线带来的质量提升会促使企业进行基础、应用研
究，研究型路线带来的质量提升反而会抑制企业基础、应用研究投入。
这一研究结论可以直观理解为，在企业研发问题上，声誉效应能够起到调控企业研发投入结构

的作用。因此，从政府政策干预角度出发，政府应当对企业创新行为进行甄别，如对从事基础、应用
研究的企业予以宣传鼓励等。与此同时，把关好认证机制也是可行路径之一。有研究指出，有效的
认证机制对声誉的建立和维持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36］，政府也应对此加以重视。
此外，研究型质量提升会抑制企业基础、应用研究投入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从根本上看，我国企业

研发投入结构失衡的根源可能正是源于此。与国际相比，我国专利保护制度不够完善，企业的研发成
果容易为竞争企业所窃取。尤其对于基础、应用研究而言，研究自身存在很高的溢出效应。若专利保
护过于薄弱，企业难以有激励从事基础、应用研究。这一结论与 Chen and Puttitanum［37］较为类似，即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专利保护越弱，越会促进企业进行模仿，而伴随着专利保护制度的加强，企业会加强自

主研发。若想要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专利保护制度应该适度完善、加强［38］。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并未能从数据上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或是

说明。但这一缺陷难以避免，就当前可搜寻到的数据样本而言，我们很难获得可靠的企业层面研发
投入结构的相关数据。相信伴随着中国研究数据的逐步完善，诸多细节性的验证都会得以弥补，我
们也将对此持续关注。

注释:

①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虽然 Bush［6］在 1945 年于科技层面上提出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 的概念，但
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applied research) 自身难以准确区分，且在 1945 年前美国正处于战争时期，基础研究自身
也是应用导向的。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对其也难以准确归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自身也密切相关［8］。

②在此，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我们人为地假设企业创新并非创造出新产品，形成垄断势力。创新带来的只
是产品质量上的提升。但结合我国国情以及问题研究的一般性而言，这一缺陷也并非致命。

③本文所定义的“以…为主”是一个相对概念，只是表示是否侧重，并非统计上的数值比例。

④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有持续周期长、调整成本大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创新投入进行平滑［1］，在这一机制下，本
文分为两期均等投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⑤对于这种“反超”，我们认为，研究型创新是一种“突破式”的创新模式，与之相比，试验型更多是一种“渐进式”创
新。当第二期研究型创新完成时，突破式的质量提升自然会“大步跃进”，实现质量反超。但这种假设也有所不
足，即为了模型简单，这里我们并未考虑创新成功概率方面的问题。

⑥这种两期更多的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并不实指。从而在模型表达中，r在此并非为年利率，指的是当期到下期的总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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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ase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Ｒ＆D Investment in China?
WANG Hai，XIAO Xingzhi，YIN Junya

( 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reputation capital，we divide the enterprises into research-oriented and experiment-oriented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Ｒ＆D investment structure，and explore how to ease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Ｒ＆D investment

through mathematical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in experiment-oriented enterprises will encourage

them to improve their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but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in research-oriented enterprises will restrain

their own research investment． The imperfect of Chinese public services，uneven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distortions of con-

sumption concept have made this influence more serious，inducing the“Matthew Effect”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reputation effect will increase the Ｒ＆D investment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we believe that，on the one

hand，the government may improve the reputation mechanism to guide enterprises adjust their Ｒ＆D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participate i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novation，strengthen

existing patent protection system，improve the screening mechanism of quality，guide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broaden finan-

cing channels for enterprises to induce enterprises to become research-oriented．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quality; reputatio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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